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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兒童中文學習的影響

─基於實證研究的系統性綜述 

邱智敏、張興利、李宜遜*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本文系統性綜述分析 2024 年前發表的 32 篇中英文實證研究（38 項研究，含 14

種方言和 5種民族語），探討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兒童中文學習的影響。從研究特點、

設計、內容及理論貢獻對文獻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為：（1）該議題研究較少、跨學科

且年度發文量波動大，主要研究對象為方言兒童；（2）以假設檢驗（如方差分析） 

為主導，輔以相關分析等量化方法，探討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的影響；（3）

內容涵蓋元語言意識等個體內部因素和語言環境等外部因素，關於方言或民族語經驗

能否影響中文學習尚存爭議，方言認同感的強弱可能影響兒童語言經驗，進而影響 

其學習效果；（4）常用理論為雙語優勢假說（bilingual advantage hypothesis），中文

文獻注重理論檢驗，英文文獻偏向理論發展。本文對已有研究的梳理可為兒童學習 

中文作第二語言的研究提供參照。本文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考慮兒童語言背景，

深入探討早期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發展的影響，以促進干預研究，輔助教育實踐。 

關鍵詞： 0–12歲兒童；方言；民族語；中文；系統性文獻綜述 

前 言 

早期教育階段（0 至 8 歲）是個體語言能力發展的關鍵期，對個體未來發展具有

顯著的長期效應（林進龍等，2021）。早期語言能力的發展對兒童形成行為習慣、 

減少學業困難、加速社會化進程、提升思維能力和增強團隊意識都十分關鍵（Hall & 

Segarra, 2007）。口語能力和反思、監控語言的認知能力（元語言意識，metalinguistic 

awareness）對兒童早期閱讀能力的發展至關重要（舒華、李平，2014）。已有研究 

發現，雙語兒童在第一語言（下稱一語）中的聽說能力可促進其在第二語言（下稱 

二語）中閱讀能力的發展（Tong et al., 2023）。同時，兒童在一語中的語音、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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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等處理能力愈強，愈有助於培養其二語中的相應能力（Cummins, 1979, 1991）。

雙語指個體使用兩種語言的現象（McLaughlin, 1984）。在內地，方言兒童的普通話 

學習、民族語兒童的中文學習亦被認為是一種雙語學習活動（周鵬、謝媛，2023）。

在不少方言或民族地區，學齡前階段兒童主要憑藉方言或民族語（如壯語）進行社會

交際。該類語言在兒童未熟練掌握官方語言前，在其認知發展（如概念學習）、日常

溝通、同伴交往、官方語言學習等方面充當重要角色。研究發現，兒童早期的方言或

民族語經驗有助於提高其語音敏感性，因為早期接觸方言或民族語的經驗可幫助兒童

通過比較這些語言與普通話的相似性和差異，從而更好地理解和表達普通話的抽象 

結構，進而促進普通話學習（Kuo & Anderson, 2010）。鑑於中文在內地教育系統、 

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關注兒童早期方言經驗對其普通話學習、兒童早期民族語經驗

對其中文學習有其必要性和緊迫性。 

方言俗稱地方話，是各漢語方言區的通行語言（如客家話），少數民族語則是各

民族自治區、聚居地的通行語言（如藏語）。雖然方言和民族語都在局部地區通行，

但是二者卻存在區別。方言為漢民族的語言，即漢語方言，而民族語不屬於漢民族的

語言，為非漢語。普通話為國家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就社會地位而言，普通話的 

通用範圍高於方言和民族語。普通話為現代標準中文的口語形式，而中文的語言系統

則涵蓋口語和書面語形式。母語不同的兒童（方言與少數民族語）在學習中文時可能

面臨差異。具體而言，在內地，地方方言通常沒有相應的書面語系統，這使得以方言

為一語的兒童在生活和教育中主要接觸和學習的文字為漢字，然而作為書寫符號的 

漢字主要為記錄中文書面語服務，即方言兒童需先掌握其二語普通話，再通過普通話

學習中文書面語。與方言較為不同的是，部分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保留了與其 

口語相匹配的書面語系統。此類民族語兒童在其日常溝通中主要使用民族語，在學校

教育中可能同時接受民族語（包括民族語口語及其書面語）和中文（包括普通話和 

中文書面語）雙語教育。已有研究發現，此類兒童的漢字筆畫和部件書寫錯誤（夏迪

婭‧伊布拉音，2007）、普通話語序錯誤（古麗夏‧阿克巴爾、張京魚，2014）與其

母語經驗有關。由此可見，相較於普通話單語兒童，方言兒童需額外建立普通話與 

客觀事物的聯繫，學習難點主要在於學習普通話，而少數民族語兒童的挑戰可能包括

普通話和中文書面語。為清晰界定和研究這兩類（方言與民族語）兒童在中文學習上

的不同需求和挑戰，本文將方言背景的兒童定義為方言–普通話兒童，而將可能學習 

民族語的兒童定義為民族語 –中文兒童。由於中文包括普通話，為簡潔表述，本文將 

方言兒童的普通話學習、民族語兒童的中文學習統稱「中文學習」。需要指出的是，

前者特指普通話學習，後者指普通話和中文書面語學習。 

內地方言或民族語兒童在學習中文時亦具有獨特性，這不僅體現在與常見雙語者

的對比上，亦反映在內地不同方言區兒童的差異上。相較於常見的雙語者，如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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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英語雙語者，在書面語系統學習方面，方言兒童和無民族文字系統的民族語兒童

只需學習中文書面語，而中文–英語雙語者則需要學習中文和英文兩種書面語系統。在

口語系統方面，方言和普通話存在着發音相同或相似的詞，兩者所遵循的語法亦相對

接近，而中文和英語在發音和語法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廣東粵語 –普通話雙語

者在用普通話命名圖片時，如目標詞彙在粵語和普通話中聲母相同，雙語者會同時在

兩種語言中提取該詞彙（黃健等，2011），而類似現象不太可能在中文–英語雙語者中

發生。此外，在語言環境方面，常見雙語者如在內地的中文–英語雙語者，在日常生活

中接觸的語言以一語為主，而內地方言或民族語兒童生活主要在以其二語（即中文）

為官方語言的環境中，這可能亦會使其中文學習過程具有特殊性。此外，內地方言 

區域內部的差異導致了次方言乃至特定地點方言的多樣性（黃伯榮、廖序東，2017），

如河南方言含鄭州話、洛陽話等變體，次方言間即具共性亦存差異，亦形成更多類型

的方言兒童。因此，深入研究方言或民族語兒童的中文學習，即能揭示語言習得差異

與共性，亦可據此構建差異化語言支持策略和資源分配方案。 

不同方言區兒童在普通話學習過程中亦存在差異，尤其是在港澳地區。閩、粵、

客方言不僅在內地流傳，亦在港澳台等地區使用。在日常交流中，港澳地區的居民 

主要使用粵語，而台灣地區居民則以閩南語為主（仇志群、范登堡，1994）。在語言

教育方面，港澳地區的語文課程普遍以粵語授課，台灣則以普通話為主（廖湘美等，

2015）。即港澳地區的學生能夠直接利用其一語粵語方言學習中文書面語，而台灣 

地區的閩南語使用者還需掌握其二語普通話，隨後再通過普通話學習中文書面語。 

因此，與港澳地區相比，台灣閩南語兒童的中文學習過程可能與內地方言區的兒童有

諸多相似之處。為深入探索複雜的學習過程並為香港地區的普通話教學提供參照，本

文將聚焦於內地和台灣地區的方言或民族語兒童。此外，為獲得更全面的研究視角，

本文將納入相關的中英文學術期刊文獻。 

近年來，方言 –普通話兒童和民族語 –中文兒童的實證研究主要聚焦於以下主題：

普通話元語言意識、普通話口語能力、漢字書寫、普通話與方言的語碼切換、普通話

訓練策略、家校環境對普通話學習的影響（詳見本文「研究結果」一節下「研究主題」

分節）。同時，已有兩篇述評類文獻綜述關注內地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兒童中文學習

的影響，且研究的視角較為集中。李科生、潘文浩（2021）聚焦民族語兒童中文學習，

特別是在詞彙、句子和篇章閱讀方面的學習現狀，結果表明，民族語兒童的一語發音

習慣和語序可能與其二語中文閱讀學習有關，並指出深入探究民族語兒童在中文閱讀

學習中的認知過程，可深化學界對其中文閱讀發展規律的認識。王悅等（2012）聚焦

方言兒童學習普通話的情況，劃分「雙語」和「雙言」的概念，並將同時使用方言和

普通話的人群定義為「雙言者」，其研究表明，方言背景可能影響普通話的認知處理、

時間推理、記憶和對兩種語言的態度。現有綜述梳理了核心發現，強調了探究民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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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中文閱讀機制和方言兒童學習普通話特點的重要性。然而，上述兩篇綜述聚焦

於對領域的整體評述，未有明確其分析的文獻數量、所涉及的方言或民族語種類和 

數量，且較少對研究特徵、設計、內容以及理論貢獻進行系統和深入分析。本着承前

啟後的思路，整合關於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影響的已有研究，能明確潛在的

研究突破口和創新點，亦可為香港地區的普通話教學提供參考，因此本研究將通過 

系統性綜述，盡可能全面地分析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影響的實證研究。 

綜上，本文採系統性綜述方法，深入探討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的影響。

通過比較中英文文獻在研究特徵、設計、內容與理論維度上的異同，旨在推進該領域

的理論建構，為方言或民族語兒童語言教育和香港普通話教學提供實證依據。為此，

本文擬解決以下問題： 

1. 現有關於方言或民族語兒童的中文學習的中英文研究呈現哪些特點（如發表 

特徵）？ 

2. 現有研究的研究方法、設計如何開展（如範式類型）？ 

3. 現有研究的研究內容聚焦於哪些方面（如研究主題）？ 

4. 現有研究的研究理論基礎和理論貢獻有哪些（如研究貢獻）？  

研究設計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系統性綜述法（systematic review）（黃甫全等，2017），從研究特點

（如發表特徵）、研究設計（如範式類型）、研究內容（如研究主題）和理論貢獻 

（如研究貢獻），對有關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影響的中英文文獻進行系統性

回顧。 

樣本選取 

本研究的中文期刊文獻來源為中國知網、華藝線上圖書館，英文文獻則源於六個

資料庫：Academic Search Ultimate、Education Research Complete、ERIC、APA PsycInfo、

ProQuest Education Database 和 Web of Science。本文亦考慮所收錄文獻及兩篇述評類

綜述的參考文獻（王悅等，2012；李科生、潘文浩，2021），以擴大文獻來源廣度。

基於研究問題制定納入和剔除標準（見表一），並採用 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框架（Moher et al., 2009）進行系統篩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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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文獻納入和剔除標準 

序號 納入標準 剔除標準 

1 實證研究 非實證研究 

2 中文核心、英文同行評審期刊論文 非中文核心、非英文同行評審論文 

3 語言類型為方言 –普通話、民族語 –中文 非方言 –普通話、民族語 –中文，如漢英雙語 

4 研究主題為語言學習 非語言學習 

5 含 0–12 歲兒童 僅含大於 12 歲兒童 

 

於 2024 年 3 月 6 日，結合擬定的檢索詞 2，不限發文時間，限定文獻語言為中文

或英文，從資料庫獲得文獻 1,203 篇（見圖一）。經審查標題和摘要後，185 篇符合 

納入標準，並閱讀其全文。由於針對早期教育（0–8 歲）的文獻相對較少，本研究將

年齡範圍擴大至 12 歲以下的兒童。最終，進入編碼的文獻數量為 26 篇中文文獻（29

項研究）和 6 篇英文文獻（9 項研究）。 

圖一：PRISMA文獻篩選流程 3 

 

 

 

 

 

 

 

 

 

 

 

 

 

 

 

 

文獻編碼過程 

本研究採用三階段編碼流程：預編碼階段，前兩位作者獨立編碼 12 項隨機樣本 

（38 項研究的 30%），評分者間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 IRR）為 85.7%；編碼調整

CNKI 檢索中文文章：130 篇 

WOS 檢索英文文章：1,002 篇 

華藝檢索中英文文章：63 篇 

去除重複文章：中文（195 篇） 

後剩餘條目  英文（414 篇） 

審閱標題和摘要： 

609 篇 

閱讀全文，審查資格：185 篇 

中文：42 篇；英文：143 篇 

綜述對象：32 篇 

中文：26 篇（29 項研究） 

英文：6 篇（9 項研究） 

基於參考文獻清單檢查文章 

中文：8 篇；英文：0 篇 

刪除 424 篇與主題無關文獻 

中文：153 篇；英文：271 篇 

刪除 153 篇不符合納入標準文獻 

中文：16 篇；英文：13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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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經討論校對後復測等量樣本（再隨機抽取 12 項研究），IRR 達 96.8%，不一致

內容經作者討論後達成一致；最終形成最終編碼框架（見圖二），編碼分為結構編碼

和功能編碼。 

圖二：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影響研究的編碼框架 4 

 

 

 

 

 

 

 

 

 

 

 

 

 

 

 

 

 

 

 

 

 

 

 

結構編碼用於記錄文獻和研究對象的基本信息，涵蓋發表特徵（年份和年度發文

量）和研究對象特徵（按方言或民族語分類，並依據報導省市和語言背景進行編碼）。 

功能編碼基於文獻內容分析，包含三方面： 

1. 研究設計編碼─依據數據收集方式、材料和分析方法，劃分量化與質性範式，

標註樣本年齡特徵，解釋數據收集過程和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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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內容編碼─聚焦兒童內外因素對中文學習的影響機制，系統梳理研究 

主題、主要發現和結論。 

3. 理論貢獻編碼─區分「理論檢驗」（驗證現有理論假設）和「理論發展」 

（構建新理論關係和概念框架）兩類貢獻類型（張楊等，2011）。 

研究結果 

研究特點 

發表特徵 

近三十年該領域發文總量僅 32 篇（1995–2024），且呈現階段性斷層（如 2014–

2021 年英文文獻零產出）（見圖三）。現有研究對早期教育階段（0–8 歲）關注不足

（僅 15 篇：中文 13 篇，英文 2 篇），突顯早期教育研究薄弱，亟待成為學科突破 

方向。 

圖三：中英文文獻發表趨勢比較 

 

 

 

 

 

 

 

 

 

 

 

 

註：2013 和 2022 年，中、英文文獻數量均各為 1 篇。 

研究對象特徵 

就參與者類型而言，中英文文獻研究對象均以方言兒童為主（中文 62.1% [18/29]，

英文 88.9% [8/9]），民族語兒童研究佔比顯著偏低（中文 37.9% [11/29]，英文 11.1% 

[1/9]）。民族語兒童研究的稀缺性可能受群體基數和樣本可及性影響。 



8 邱智敏、張興利、李宜遜 

就參與者所在地區而言（見圖四），中英文研究在地域選擇上存在共性。中文 

文獻的參與者來自 7 個省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雲南、重慶和北京）和 3 個

少數民族自治區（廣西、新疆和內蒙古）。參與者集中在南方沿海地區，尤其是福建

省（31.0% [9/29]），其次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4.1% [7/29]）。在英文文獻中，參與

者亦主要來自南方沿海地區的廣東、福建和台灣，特別是福建（30.0% [3/10]）和廣東

（30.0% [3/10]），閩、粵兩省的經濟發展較好，這表明已有研究中的方言兒童多來自

經濟發達地區。此外，閩、粵方言與普通話的量化語言差異顯著，分列方言區的第一

和第三位（冉啟斌、丁俊，2023），表明現有研究主要關注與中文差異較大的方言 

背景的兒童。這些都反映了已有研究在研究對象選取方面缺乏代表性。在民族語兒童

的研究中，新疆維吾爾族人口聚居便於組織測試，且其完整的語言文字系統使其成為

雙語教育（維漢）研究的重要對象（潘晨璟，2016）。上述特徵可能使新疆兒童更多

受研究者關注。然而，這可能亦表明，現有研究對其他不具有這些特徵的民族語兒童

關注有限，如不具有完整語言文字系統的民族語兒童（如獨龍族）。與中文文獻不同

的是，英文文獻中參與者所在地區的範圍較窄，僅涉及廣東、福建、台灣、北京和 

新疆，這可能是因為英文文獻數量本身較少。兒童的方言或民族語背景通常與所在地

區有關。所收錄的中英文文獻共涉及 14 種方言（粵語、福州話、福建閩南話、莆仙話、

莆田話、閩東話、福清話、滬語、台灣閩南語、揚州話、徐州話、泰州話、重慶話和

桂柳話）和 5 種民族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蒙古語、瑤語和傣語）。  

圖四：中英文文獻中參與者所在地區比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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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６ 

量化研究 

中英文文獻均以量化範式為主導（86.8% [33/38]），其中中文文獻兼用量化（82.8% 

[24/29]）和質性方法（17.2% [5/29]），英文文獻均為量化設計（100.0% [9/9]）。 

在樣本年齡上，中英文文獻都傾向於選擇 9–12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55.3%  

[21/38]），如林泳海、溫慶聞等（2009）的研究。。這可能是因為早期兒童（0–8 歲）

的注意力持續時間較短，不易組織他們參與量化研究的測試。在數據收集方式、收集

材料和分析方法上，中英文文獻均依賴於兒童做測試。研究者設計測試題目時，常 

引用現有研究、自編題目或基於教科書、字典；測試內容涵蓋普通話語音意識（如在

口語中判斷 luǎo 和 lǎo 哪個讀音存在）、普通話句法意識（如在口語中為「今天上學

去了」添加主語）、普通話口語能力（如用普通話命名圖片）等方面（吳莊、邵士洋，

2019；胡永祥等，2015）。通過比較不同語言背景兒童的測試成績，研究者評估普通

話單語兒童與方言 –普通話、民族語 –中文兒童的表現。針對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

學習影響的實證研究，數據分析以假設檢驗為主，其中方差分析使用佔比最高（81.8% 

[27/33]），其次為相關性分析（24.2% [8/33]）、回歸分析（12.1% [4/33]）和因子分析

（9.1% [3/33]）7。如李傳江等（2016）綜合運用描述性統計、方差分析和相關回歸 

方法，考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文化資源與教育環境對新疆學前兒童中文口語發展的

影響。 

質性研究 

少量中文文獻應用質性範式（N = 5），數據收集方式包括：對新疆維吾爾語 9–12

歲兒童的書面作業進行文檔分析（夏迪婭‧伊布拉音，2007）、對 5–6 歲內蒙古蒙古

語兒童用普通話描述圖卡的內容進行編碼分析（龍紅芝、王彩豔，2018）、錄製 0–3

歲新疆哈薩克語兒童的自然會話並轉錄為日記形式（古麗夏‧阿克巴爾、張京魚，2014，

2015）、觀察 3–6 歲江蘇揚州話及徐州話兒童的日常交際過程並統計方言和普通話 

使用方式、訪談 3–6 歲江蘇揚州話或徐州話兒童的家長，了解兒童的日常語言使用 

方式（楊安紅，2009）。數據分析方法常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例如， 

夏迪婭‧伊布拉音（2007）通過收集新疆維吾爾語 7–12 歲兒童在書面作業漢字的偏誤

情況，分析影響這些兒童書寫漢字的因素，主要通過一語、二語、教學過程和學習者

自身因素來分析漢字筆畫及部件書寫偏誤產生的原因。現象學研究應用於探究內蒙古

蒙古語兒童普通話發展特徵，研究者通過分析蒙古語兒童對圖卡的普通話敘述，探討

其普通話口語能力（龍紅芝、王彩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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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研究主題 8 

研究主題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類。內部因素包括元語言意識、口語能力、

漢字識別和漢字書寫，外部因素則涵蓋語言環境和訓練策略。在內部因素上，中文 

文獻均有涉獵，而英文文獻僅涉足於元語言意識和口語能力，這可能因其數量較少。

具體而言，研究者通過探討方言或民族語兒童普通話的語音意識、口語詞彙、漢字 

整字識別準確性、漢字筆畫及部件書寫準確性，揭示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 

習的影響。在多數研究中（76.3% [29/38]），研究者會同時安排普通話單語兒童、 

方言 –普通話或民族語 –中文兒童完成相同的測試，通過比較測試成績或分析這些成績

與兒童一語背景的相關性，來評估語言背景對中文學習的影響，如陳素梅（2016）的 

研究。在外部因素方面，研究者從社會交際環境、家校環境、普通話語音訓練等角度

入手，分析其對方言兒童普通話學習過程的影響。關注語言環境的研究通過與兒童 

及其家長進行訪談、對兒童家長、幼兒園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等方法收集數據，了解 

語言環境對方言或民族語兒童中文學習的影響（李傳江等，2016；楊安紅，2009）。

語音訓練的研究則將兒童分為兩組，分別接受「按拼音順序識別中文拼音」和「方言

與普通話發音的辨析」訓練，訓練後兩組兒童完成相同測試，如漢字朗讀，以評估 

不同語音訓練對方言兒童普通話學習的有效性（李榮寶、張家秀等，2008）。 

研究結果 

在元語言意識方面，相關研究發現，在語音意識、句法意識和語素意識上，兒童

的方言或民族語經驗與普通話元語言意識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胡永祥、李榮寶， 

2015；吳菡菱、李榮寶，2014；X. Chen, Anderson, et al., 2004）。然而，關於方言經驗

對中文學習的影響是積極或消極，已有的研究結論並不完全一致，這可能與兒童不同

的方言經驗有關。如在徐寶良、李鳳英（2007）的研究中，以上海滬語兒童和廣東 

粵語兒童為研究對象，要求他們完成一系列口語任務，包括跟讀普通話句子、根據 

普通話音頻回答問題以及判斷近音詞對錯。研究結果並未顯示上海滬語兒童的方言 

經驗對其普通話口語學習有影響，但發現廣東粵語兒童的方言經驗則對其普通話口語

有積極影響。類似地，在普通話語音意識的測試中，與普通話單語兒童相比，福建 

福州話（李榮寶、陳素梅、毛浩然，2008）、廣東粵語（X. Chen, Ku, et al., 2008）、

台灣閩南語（Kuo & Anderson, 2010）和上海滬語（林泳海、王玲玉等，2011）的兒童

表現更好，但福建閩東語兒童的表現卻差於普通話單語兒童（S. Chen, Li, et al., 2013）。

此外，方言經驗影響中文學習的時效性亦可能受不同方言經驗的影響。與一、二年級

的廣東粵語兒童相比，四年級的廣東粵語兒童的粵語語音意識不再對普通話學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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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貢獻（X. Chen, Ku, et al., 2008）。相對地，與幼稚園和一年級的台灣閩南語兒童

相比，二年級的台灣閩南語兒童的閩南語聲母意識不再對普通話學習有積極影響（Kuo 

& Anderson, 2010）。 

在口語能力方面，有研究者通過分析觀察日記、評估兒童的普通話敘事能力表現，

表明民族語經驗有利於中文能力發展（古麗夏‧阿克巴爾、張京魚，2014，2015；龍

紅芝、王彩豔，2018）。然而，亦有研究者通過口語測試題目、分析漢字讀音的錄音

材料發現，方言或民族語兒童在普通話個別詞的發音、普通話聽說能力上會受到方言

或民族語經驗的干擾（王玲、李瀟瀟，2023；邱靜靜等，2008；楊蘊萍等，1995；Li  

et al., 2022）。此外，還有研究發現，廣東粵語兒童在有充分方言經驗的基礎上，仍能

以普通話學習新概念，這與普通話單語兒童學習新概念、新詞彙的學習過程類似，即

粵語經驗亦可能不對方言兒童學習普通話口語詞彙產生特別的影響（吳莊、邵士洋，

2019）。 

在漢字識別方面，與字義、字形相比，雲南傣語兒童因母語文字表音特徵，更易

優先激活漢字語音表徵（馬諧等，2017）。在漢字書寫方面，新疆維吾爾語兒童在 

出現漢字部件和筆劃錯誤時，表現出維吾爾語文字的特點，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

他們遵循一語字形的學習習慣來記憶漢字（夏迪婭‧伊布拉音，2007）。此外，研究

者通過對方言兒童及其家長的訪談、觀察方言兒童的交際過程，發現方言兒童的日常

交際環境影響其是否使用普通話，如江蘇揚州話及徐州話兒童在幼稚園多使用普通話

互動，在家庭場景則傾向以方言交流（楊安紅，2009）。同時，有研究以問卷調查 

發現，家庭、學校環境中，成人與兒童高頻使用中文進行互動、豐富的中文藏書量等

因素，均可能有利於新疆維吾爾語兒童的中文口語詞彙發展（李傳江等，2016）。 

此外，有研究基於兒童的閩方言經驗，對比閩方言和普通話語音系統的差異，並據此

設計適合的普通話訓練材料，發現通過此類材料可促進福建閩方言兒童的普通話學習

（李榮寶、張家秀等，2008）。 

理論貢獻 

研究理論 

現有的 32 篇中英文文獻在理論框架上呈現三個特徵：首先聚焦於方言或民族語 

兒童中文習得機制，採用不同理論框架解析其學習路徑；其次強調方言或民族語經驗

對中文學習的潛在影響；最後突顯中文語音習得在語言發展中的關鍵地位。高頻引用

理論依次為雙語優勢假說（bilingual advantage hypothesis，8 篇）9、語音知覺同化模型

（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4 篇）10、結構敏感性理論（strutral sensitivity theory，

3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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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優勢假說是指，雙語者因需頻繁抑制非目標語言以適配環境，其執行功能 

（控制自己不受干擾、靈活切換不同任務以及保持專注力）得以鍛鍊，因而雙語者在

執行功能控制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何文廣等，2022），如方言兒童需在課堂中抑制 

方言以使用普通話。語音知覺同化模型（Best & Strange, 1992）指出，二語者會依據 

母語音系同化新語音，如信陽方言者會將普通話 sh 同化為平舌音 s。結構敏感性理論

（Kuo & Anderson, 2010, 2012）指出，雙語經驗增強語音結構感知優勢，如廣東粵語

兒童憑藉高聲調敏感度更易掌握普通話聲調。此外，語言相互依賴假說（linguistic 

interdependence hypothesis）（Cummins, 1979, 1991）則表明一語能力有可能正向遷移

至其二語學習，如一語詞彙量對二語詞彙習得具有顯著預測力（X. Chen, Ku, et al., 

2008）。 

研究貢獻 

經分析納入的文獻 12，17 篇屬理論檢驗（53.1% [17/32]），7 篇屬理論發展（21.9% 

[7/32]），其中 5 篇為英文文獻。 

理論檢驗基於已有理論來預測研究結果。如胡永祥等（2015）基於雙語發展的 

社會認知模式（sociocognitive model of bilingual development），推測福建福州話兒童

的方言認可度會影響方言經驗發揮對普通話學習的影響作用。本研究發現，已有文獻

中理論檢驗主要以方言或民族語兒童為研究對象，檢驗國際現有雙語理論的適用性。

此類驗證既因國際理論具備實證基礎與學術共識，亦反映學者對研究嚴謹性的追求。

理論檢驗涉及的主題聚焦於方言或民族語兒童個體內部因素對中文學習的影響，而 

非涉及外部因素。多數研究（70.6% [12/17]）證實國際雙語理論對方言或民族語兒童

中文學習過程的適用性，少量研究（17.6% [3/17]）未明確報告理論的適用性（古麗夏‧

阿克巴爾、張京魚，2014，2015），其餘研究（11.8% [2/17]）認為不適用性可能源於

方言文字系統缺失或社會認可度不足（李榮寶、李光澤等，2016；胡永祥、李榮寶，

2015）。 

理論發展有雙重路徑：其一聚焦探尋尚未研究的關係或過程（14.3% [1/7]），如

Kuo & Anderson（2012）基於普通話和台灣閩南語設計一種新的語音系統，比較普通

話單語兒童與台灣閩南語 –普通話兒童對該系統的表現，以判斷台灣閩南語 –普通話 

兒童的方言經驗是否有助他們更好地習得新語音；其二側重構建概念間的新關係

（85.7% [6/7]），如 Kuo & Anderson（2010）論證了台灣閩南語兒童的方言經驗促進

普通話學習，證實雙語者的語音敏感性，並重新構建語音經驗與語音結構敏感性的 

關係。此外，X. Chen, Anderson, et al.（2004）、X. Chen, Ku, et al.（2008）、S. Chen, Li, 

et al.（2013）、陳素梅（2016）和李榮寶、陳素梅、王幼琨等（2011）的研究表明，

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的影響具有時效性，並非始終影響中文學習過程。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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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語言遷移（cross-linguistic transfer）、雙語優勢假說和語音知覺同化模型中一語對 

二語的影響提供時間限制。 

總之，本文囊括的實證研究作為雙語習得領域的分支，以方言或民族語兒童為對

象，檢驗國際雙語理論的適用性，並通過方言兒童語音經驗的特殊性發展已有理論。

所檢驗、發展的理論不盡相同，但都指向了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中文學習具有影響。 

研究結論與未來展望 

研究結論 

本文採用系統性文獻綜述法，梳理了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兒童中文學習的中英文

實證研究（32 篇，38 項研究，涉及 14 種方言和 5 種民族語），從研究特點、設計、

內容和理論貢獻剖析已有研究。鑑於針對 0–8 歲兒童的研究有限，本研究擴展年齡至

12 歲及以下。結果表明，文獻量增速緩慢且存在斷層期（如 1996 至 2003 年零產出），

研究對象以閩、粵方言小學段兒童為主。研究聚焦於元語言意識、口語能力等個體 

內部因素，量化範式佔主導，多以假設檢驗（如方差分析），輔以相關分析等量化 

方法分析該議題的研究數據。研究結論主要受兒童方言或民族語經驗的影響，如與 

閩南語相比，粵語因其更高的社會認同度對普通話學習的影響更顯著。理論貢獻上，

雙語優勢假說、語音知覺同化模型和結構敏感性理論應用最多，以解釋方言或民族語

兒童的中文學習過程。中文文獻側重理論檢驗，英文文獻傾向構建本土化學習理論。

現有研究為未來研究奠定基礎並提供新方向。 

研究展望 

系統探究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兒童中文學習的影響， 

為相關教育支援提供參考 

本研究系統梳理已有研究，發現方言或民族語經驗與兒童中文學習相關，強調 

早期語言經歷的重要性。深入該領域有助於家長和教育工作者認識方言或民族語經驗

對兒童語言發展的影響，並指導家庭及學校教育，促進兒童中文能力的發展。 

在家庭教育中，生態系統理論指出，個體發展受多個環境系統影響（顧然、商華，

2017）。例如積極的家庭氛圍有利於幼兒二語接納與認知發展（侯奇焜，2019）。在

雙語環境中，方言或民族語與普通話並存可能促進兒童學習普通話。在內地，隔代 

養育日益普遍（賈紅霞、李宇明，2022）。部分祖父母可能僅能使用方言，導致兒童

與父母用普通話交流，而與祖父母交流多用方言或民族語（汪衞紅、張曉蘭，2017）。



14 邱智敏、張興利、李宜遜 

這種語言環境既可增強促進語言互動、語言交際策略的發展，並有助於語言跨代傳承

（賈紅霞、李宇明，2022）。 

在學校教育中，師幼互動可促進兒童語言和社交能力發展（蔣路易等，2019）。

普通話為內地幼稚園教學語言，但兒童的普通話能力影響其參與程度。如西藏城區的

大班兒童能積極參與師幼互動，而鎮區及農牧區的兒童因普通話水平有限而需依賴 

藏語翻譯，顯示互動受限於其中文能力（劉海紅，2020）。語言理解是語言習得的 

基礎，缺乏理解難以達成學習目標。因此，語言的可理解性是教師教學的關鍵指標 

（張芳芳，2023）。當兒童普通話能力不足時，參與學習活動會遇到困難，教師可能

誤解為行為管理問題。因此，亟待實證研究指導教師在何時及如何使用兒童熟悉的 

方言或民族語輔助普通話教學。 

綜上，本文建議未來研究可從家庭語言規劃和教育活動等維度切入，以通過實證

研究更好地支援方言或民族語兒童的中文學習。上述發現亦提示，方言或民族語經驗

對兒童中文學習的影響需結合其多層次背景差異進行系統性考察。 

深度挖掘兒童背景，構建能指導教育實踐的方言 

或民族語兒童語言發展研究體系 

現有研究對方言經驗影響兒童中文元語言意識的結論存在分歧，這可能與兒童 

不同的方言經驗有關。基於生態系統理論，本文亦發現現有文獻未全面考察方言或 

民族語兒童在中文發展中的多層次環境系統。大多數中文文獻對方言和民族語兒童 

日常語言使用、家庭語言環境和經濟背景探討不足，且忽視影響其學習中文的語言 

環境因素，但兒童的口語能力、語言觀念、語言環境均影響其語言發展（徐寶良、 

李鳳英，2007）。深入理解這些語言環境對普通話學習的影響至關重要。具體而言，

胡永祥、李榮寶（2015）在研究福州話兒童時發現，不同區域間的教學差異影響研究

結果，並在保持測試過程不變的情況下進行二次研究。這提醒我們在研究設計階段應

關注兒童的多層次背景差異以優化實驗程序。此外，方言背景中的方言社會認同程度，

亦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同質性。研究顯示粵語兒童在普通話語音意識測試中表現優於

福州話和福清話兒童，因粵語的社會接受度更高（李榮寶、李光澤等，2016）。 

已有研究中，兒童語言背景的代表性亦有待提升。首先，就研究對象而言，多數

文獻（68.4% [26/38]）聚焦方言兒童的中文學習，而對民族語兒童的關注較少（31.6% 

[12/38]）；且現有民族語兒童的研究中，多數研究（66.7% [8/12]）關注具有完整文字

系統民族語的兒童，如新疆維吾爾語兒童（李曉蘭、買合甫來提‧坎吉，2013；韋曉

保，2016），而無文字系統（如獨龍族使用獨龍語，沒有本族文字）的民族語鮮少 

受到研究關注。其次，在地理分布上，已有研究聚焦南方方言兒童（88.5% [23/26]），

較少關注北方方言兒童（11.5% [3/26]）；已有研究表明語言距離可能影響學習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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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二語習得（崔萌等，2018），雖然北方方言屬官話體系，但北方次方言間亦存在 

差異，如東北官話與普通話相似度達 64.95%，而江淮官話與普通話相似度為 44.00%

（冉啟斌、丁俊，2023）。因此，今後的研究可更多地探討不同語言背景兒童的中文

學習過程，更豐富的研究將有助於深入、全面地了解方言或民族語經驗對兒童中文 

學習的影響，最終通過科學研究促進中文教育實踐。 

此外，由於方言與民族語之間的區別（見本文前言第二段），方言兒童與民族語

兒童的中文學習過程可能存在顯著差異，但受限於現有研究數量太少，本文未能分開

探討方言兒童與民族語兒童的研究，這使得本文的結論具有局限。本研究確實發現 

不同的方言或民族語背景可能可以解釋不同研究中結論的不一致，這再一次說明未來

研究中兒童語言背景多樣化的重要性。此外，雖然兩岸方言兒童的中文學習過程相似，

但台灣在不同學段均開設方言（客語）課程（陳雅玲、蔡典龍，2011），此類在校 

方言的系統學習經驗對中文學習的可能影響亦值得探索，但礙於本文發現僅有兩項 

研究關注台灣兒童，未能更進一步分析比較，未來研究或可嘗試。 

鳴 謝 

本研究承蒙香港教育大學研究與發展副校長辦公室「兒童雙語閱讀發展」研究項目 

（編號：04753）資助。作者謹向期刊編輯和匿名審稿專家致以誠摯謝意。 

註 釋 

1. PRISMA 是一套廣泛應用於文獻篩選和整合的方法學框架，其流程分為「文獻識別、 

初步篩選、資格審查、最終納入」四個階段（Moher et al., 2009）。 

2. 根據數據庫的語言類型及所在地區，本研究的檢索詞分為三類。中國知網：（TI = 

（“兒童”+“小學生”+“幼兒”） OR AB =（“兒童”+“小學生”+“幼兒”）） AND （TI = 

（“少數民族”+“方言”） OR AB = （“少數民族”+“方言”）） AND （TI = （“普通話”+ 

“漢語”+“雙語”+“雙言”） OR AB = （“普通話”+“漢語”+“雙語”+“雙言”））。WOS 等

英文數據庫：(TI = (child* OR kid OR kindergarten OR K-12 OR preschool* OR primary 

school) OR AB = (child* OR kid OR kindergarten OR K-12 OR preschool* OR primary 

school)) AND (TI = (ethnic minority OR dialect) OR AB = (ethnic minority OR dialect)) 

AND (TI = (Mandarin OR Chinese OR Bilingual*) OR AB = (Mandarin OR Chinese OR 

Bilingual*)) AND (TI = (Cross-language OR Cross-linguistic) OR AB = (Cross-language OR 

Cross-linguistic))。華藝線上圖書館：[ALL3] =（母語 OR 族語 OR 原住民語 OR 河洛 

OR 閩南語 OR 客家語 OR 本土語言 OR 本土語 OR 鄉土語言） AND [ALL3] =（國

語 OR 華語 OR 普通話） AND [ALL3] =（兒童 OR 國小 OR 學童 OR 幼稚園 OR 

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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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文分析研究對象、設計和內容時依據 38 項研究，而分析發表特徵、理論基礎及貢獻

時則基於 32 篇文獻。某些文獻含多項研究，且涉及不同方言／民族語背景的兒童，如

胡永祥、李榮寶（2015）的文章含兩項研究，參與者分別為 218 名福州話兒童和 95 名

福州話、莆田話和閩南話兒童。 

4. 根據編碼的實際情況，「研究特點」屬於編碼框架的第一級維度，由第二級維度和第 

三級維度構成；而「研究設計」、「研究內容」和「理論貢獻」同屬編碼框架的第一級

維度，由第二級維度構成。此外，發表特徵、理論貢獻的數據為 32 篇文章；研究對象、

研究設計和研究內容的數據為 38 項研究。 

5 有些研究涉及到多個所在地區。為統計準確，本研究對每個出現的所在地區都進行了 

統計。 

6. 為保證研究數據透明，作者已經整理了完整的「研究設計」表格，並公開在心理學開放

科學平台（https://os.psych.ac.cn/preregisterdetail/202411.00038） 

7. 本研究所包含的量化研究同時採用兩種或以上的數據分析方法，為了展示不同的數據 

分析方法，本文將根據各種數據分析方法的使用情況進行單獨統計。 

8. 為保證研究數據透明，作者已經整理了完整的「研究主題」表格，並公開在心理學開放

科學平台（https://os.psych.ac.cn/preregisterdetail/202411.00038）。 

9. 有些文章不止引用一個理論，為了觀察所引理論，本研究特將不同的理論單列出來。 

引用「雙語優勢假說」的 8 篇文獻分別為：何文廣等（2022）；吳菡菱、李榮寶（2014）；

李傳江等（2016）；李榮寶、李光澤等（2016）；胡永祥、李榮寶（2015）；陳素梅（2016）；

X. Chen, Anderson, et al.（2004）; S. Chen, Li, et al.（2013）。 

10. 引用「語音知覺同化模型」的 4 篇文獻分別為：吳菡菱、李榮寶（2014）；李榮寶、 

張家秀等（2008）；李榮寶、陳素梅、王幼琨等（2011）；林泳海、王玲玉等（2011）。 

11. 引用「結構敏感性理論」的 3 篇文獻分別為：韋曉保、王文斌（2018）；Kuo & Anderson 

（2010, 2012）。 

12. 除去 8 篇未明確引用理論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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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alect or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 Experi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Zhimin QIU, Xingli ZHANG, & Yixun LI 

Abstract 

This systematic review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language background of 

dialect-speaking or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on Chinese acquisition in China. A total of 32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cluding 38 empirical studies on 14 dialects and 5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s published before 2024,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included studies, categoriz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designs, topics, 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ur main findings included: (a) a gradual and dis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rticl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ith previous studies 

primarily focusing on children who speak dialects; (b) studies predominantly employing 

hypothesis testing (e.g., analysis of variance), supplemented by correlational analyses and other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alect or ethnic language experi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c) research focusing on internal factors (e.g.,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d external 

factors (e.g., linguistic environment), revealing mixed findings on the impact of dialect-speaking 

or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s language backgrounds on Chinese acquisition, and social 

acceptance of a dialect potentially supporting children’s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 Chinese 

acquisition; and (d) the most cited theory being bilingual advantage hypothesis, and 

Chinese-language articles focusing on testing theories while English-language articles on 

developing theories. This study inform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children’s Chinese learning.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children’s language backgrounds to clarify how 

children’s language backgrounds affect Chinese acquisition among dialect-speaking and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promoting intervention studies and supporting educational practices. 

Keywords: aged 0–12 years; dialect; ethnic minority language; Chinese; systematic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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